
五 红军烈士纪念塔

四 关于革命的各种物品

三 苏区中央图书馆

二

唐代李翰《蒙求》作为古代启蒙教育阶段的教材，是一部“列
古人言行美恶，参之声律，以授幼童”的童蒙教育书籍。在唐
代以前，极为盛行且影响深远，又以其名取自《易经·蒙卦》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之义，故后世童蒙读物多以“蒙
求”命名。然而由于此书原著早已失传，后世所见殆为
后人补注，无法窥其原貌。

敦煌本《蒙求》为存世最早的《蒙求》抄本，
本残卷开头 17 行为唐李良荐《蒙求》表，接下
来的 4 行为唐李华《<蒙求>序》的部分内
容，后为“蒙求”正文并注释，注用双行小
字。它的发现不但可以复原唐代《蒙

求》一书的原貌，还对考订此书的
作者、时代及注文等相关

问题提供了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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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烈士纪念塔是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了褒扬
先烈、永远纪念历年来在革命战
争中光荣牺牲的红军指战员，根
据中央人民委员会 1933年 7月 11
日第 45次会议决定兴建的。

7 月 15 日，“二苏大”准备
委员会由主任梁柏台署名，发
布 建 立 红 军 烈 士 纪 念 塔 的 启
事。中央苏区军民迅速掀起了
为纪念塔募捐、向“二苏大”献
礼的热潮。瑞金的红军指战员
和工农群众纷纷行动起来，除
了捐款捐物，还参加建塔义务
劳动。

红军烈士纪念塔的设计工
作，由时任中革军委总参二局
（情 报 局）副 局 长 的 钱 壮 飞 担

任。擅长书法和绘画的他，不仅
设计了纪念塔，还设计了围绕纪
念塔的一组纪念建筑，它们是：
纪念牺牲于中央苏区第三次反

“围剿”战争的红三军军长黄公略
的公略亭；纪念在第四次反“围
剿”战争中献身的红五军团副总
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的
博生堡；以及红军烈士纪念亭、
红军检阅台。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施工，红
军烈士纪念塔等烈士纪念建筑
物，于 1934 年 1 月底竣工。粉饰
一新的红军烈士纪念塔矗立在
宽阔平坦的红军广场中央，炮弹
造型的塔身宛如一柱擎天，宣扬
着红军战士和共产党人大无畏
的革命精神；塔身上镶嵌的七块

青石板上，“红军烈士纪念塔”
的铭文金光闪闪；密如繁星的鹅
卵石，犹如万千工农子弟集于一
体；一块块厚重的红麻条石垒砌
的五角星基座，寓意红军背靠赤
色中国强大无比；环绕塔基各面
嵌入的 10 块石碑，有 9 块镌刻着
领导人题词，另有一块是建塔标
志碑，记录着工程指挥者梁柏台、
工程设计者钱壮飞，以及兴工
日、落成日。塔前草坪上，用白
色鹅卵石铺就一行大字：踏着先
烈血迹前进！

1934年 2月 2日，“二苏大”结
束的次日，临时中央政府在叶坪
红军广场举行了隆重的红军烈士
纪念塔揭幕典礼。

（据《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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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苏区成立前，中国共产
党和苏区的各级政府就已经认识
到苏区图书馆的重要性。1932年
4月 20日，毛泽东率领红军攻下闽
南重镇漳州，从漳州图书馆和龙
溪中学等处收集到一大批图书。
中央教育部便用这些图书在临时
中央政府驻地叶坪建立了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中央图书馆（也称苏
区中央图书馆）。

苏区中央图书馆成立后，为
进一步扩大藏书规模，曾号召团
体或个人向馆里赠书。1932年 11
月 7日的《红色中华》刊登的该馆
启事中，将 9、10两个月收到赠书
的情况作了通报。

1932年 11月 22日的《红色中
华》刊登的该馆启事，除告以“为
着充分给革命工作的参考需要，
和给予提高革命同志的文化水平

起见，极力扩充内容材料，增加革
命图书”，向“诸位同志及革命团
体”继续征求赠书外，新增了“尚
有特别优良图书将出售者，可通
知本馆，在可能条件下采购，亦所
欢迎”的内容。

苏区中央图书馆为充分发挥馆
藏图书的作用，制定了相应的规章
制度，并且择要刊登在《红色中华》
报上，以求得读者的理解与支持。

1931年 11月 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制定了一系列
的条例、布告和决议案，宣传和发动广大
军民搜集和保护文物。25日，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
革军委）成立。中革军委内设的总政治
部（后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以及所
属工农红军学校，承担了编纂红军战史
和死难烈士传略，收集其遗文遗物以为
纪念、教育等任务。

工农红军学校除内设出版科，编印
了许多政治、军事和革命理论书籍外，还
特设红军学校模型室建设委员会，建立
模型室。从模型室建委会征求各种模型
启事的内容看，它已初具博物馆性质与
规模。该启事公开刊登在《红色中华》
上，内称：红军学校模型室为克服物质困
难，拟制造并搜集军事政治文化上所需
要的一切模型，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军
事部（或军事委员会）、各红军部队、各革
命团体等帮助收集各种模型图表等，赠
送给红军学校。

红军学校模型室于 1933 年 4 月 30
日举行开幕典礼。室内有模型及图表
600余件，其中以军事类的为最多，也最
吸引人。模型室吸引了大批苏区军民前
往参观，开幕当日就有 4000 余人入场，
次日更是高达 7000余人。

红军学校模型室一

中央革命博物馆

1931 年，中央苏区以瑞金为中心建立起了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工农群众，在
进行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与政权建设的同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文博事业建设。其间，党和苏维埃政府广泛搜集和保
护革命文物，并为此兴建了红军学校模型室、苏区中央图书馆、中央革命博物馆、红军烈士纪念塔等一系列建筑，为红色文
博事业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

1933年 5月 25日，中央教育部代部
长徐特立签发的《中央革命博物馆征集
陈列品启事》，在《红色中华》同年 6月 29
日的第 2、3版中缝登载。启事称：中央
教育部决定建立革命博物馆，暂在中央
政府所在地建立，开始请各机关、各群众
团体及个人，帮助搜集下列各种物品，寄
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征集物品的名
称，由于报纸影印件字迹不全而无法全
部展示，可知的有：

关于革命的文件（1933年以前的）：
甲 . 标语（贴在壁上的标语，或标语稿
本）；乙 .各种决议案、指示等；丙 .传单、
画报、杂志、报纸及政治简报等；丁 .关于
革命的印刷品或抄本；戊 .统计图表。

1934 年 1 月 13 日的《红色中
华》第 3版发表了阮山所写的《教
育人民委员部献给二苏大会的
礼物——筹备中央革命博物馆》
一文，该文称：中央教育部在积
极地搜集各种各式有关革命历
史意义与提高革命群众热忱的
材料，准备在瑞金东郊成立中央
革命博物馆，作为献给中华苏维

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
“二苏大”）的礼物。陈列内容，
暂时约分 10类：（一）世界革命领
袖照片及其事迹；（二）中国土地
革命历史的变迁；（三）中华全国
苏区发展形势图；（四）牺牲烈士
的遗像及其光荣事迹；（五）牺牲
烈士纪念品；（六）红军和地方武
装胜利品；（七）机关部队革命团

体的纪念品；（八）红军机关和地
方武装所发明的与自制的军用
品；（九）苏区各地的特产品；
（十）苏维埃文化。

1934 年 1 月中旬，中央革命
博物馆建成并开馆。在瑞金的
机关、团体、学校、合作社及军事
部门的工作人员，附近群众纷纷
前往参观，好评如潮。

《蒙求》原文分上、中、下卷，
取经传史实故事，四言一句，现
存版本共 596 句，2384 个字，除
了篇末最后四句外，每一句都
讲一个典故，涉及典故 592 个。
敦煌本李翰自注《蒙求》残卷正
文四字一句，两句一韵，起于“王
戎简要，裴楷精通”，讫“鸣鹤日
下，士龙云间”，共 50句。作为唐
代撰写而成的一部童蒙类读物，
在唐宋时期影响巨大。唐代文
宗李华曾在所作序言中写过一
句话，“不出卷而知天下，其《蒙
求》哉”，在此基础上，李良的推
荐语中也说，“汉朝王子泉制《洞
箫赋》，汉帝美其文，令宫人诵
习。近代周兴嗣撰《千字文》，亦
颁行天下，岂若《蒙求》哉! 错综
经史，随便训释，童子则固多弘
益，老成亦颇览起予。”

“蒙求体”蒙书教材具有显
著的教育功能。祁晓庆认为，

“从时代上看，《蒙求》上承《千字
文》，下启《三字经》，在篇幅和知
识含量上，相对于两者却有过而
无不及；从流传范围看，该书不
仅远播敦煌，更是在唐末之际成

为日本皇室的读本。”作为唐代
撰写而成的一部童蒙类读物，
《蒙求》在唐宋时期影响巨大，
《资暇集》《郡斋读书志》《直斋书
录解题》《崇文总目》《宋史·艺文
志》等均有所引用或著录。经过
历史沉淀，“蒙求体”以其文化的
博深、体裁的新颖、理解的简易，
既有传承文化的意义，又有教化
的道德价值。

“蒙求”强调的是激发蒙童
主动求知的欲望，以及主动求索
的内在动力，而非通过外界力量
来迫使童蒙去学习。书名《蒙
求》的含义也与书中所叙内容和
体例相符，即一句一个典故或者
一联一个典故，这些典故背后都
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历史知识，要
想弄懂这些知识，孩童必须去主
动查找和学习，这个过程就是激
发童蒙主动探索和学习的过程。

随着时代的变迁，蒙求教育
由最初的识字基础教育，逐步转
入历史、常识和德育类教学，既
有助于文化知识的传承，又能培
养儿童的兴趣和综合能力。“利
用贴近生活的文史掌故和生活
常识，对儿童进行潜移默化的教
育，敦煌本《蒙求》补充了蒙学教
材的内涵，也使得教学更为方
便。”祁晓庆补充道。

敦煌本《蒙求》。

存世最早的敦煌本《蒙求》影响深远
被誉为唐代小学生启蒙教材

《蒙求》一书的作者到底是谁？

关于《蒙求》一书的作者，历来有“李瀚”“李翰”两
种说法。最早关注敦煌本《蒙求》的研究者是王重民先
生，他在《敦煌古籍叙录》中著录了李氏《蒙求》2件；王
三庆《敦煌类书》“类句体之类书”一节中，也提及了敦
煌藏经洞 P.2710和 P.4877两件《蒙求》写本；郑阿财、朱
凤玉《敦煌蒙书研究》中“敦煌写本知识类蒙书”一节在
前人著录、研究的基础上对三件敦煌本《蒙求》残卷进
行了详细的著录与研究。李良《荐<蒙求>表》和李华
《<蒙求>序》为研究这些问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

据敦煌研究院副研究员祁晓庆介绍，关于唐代
《蒙求》的作者、时代和注文的研究成果较多，但主要集
中在对作者时代的争论方面。根据《蒙求》在宋代书目
中的著录次序，清代学者周中孚指出“李瀚”之说为误，
该书作于唐代，作者应为代宗朝翰林学士李翰。清光绪
六年，杨守敬据日本古钞本《蒙求》指出，李华《蒙求序》
及饶州刺史李良《荐〈蒙求〉表》，证明《蒙求》的作者“李
瀚”确系唐人。之后，文史学家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
辩证》中据以论证《蒙求》的作者及时代，明确指出《蒙
求》的作者即代宗朝翰林学士李翰，“翰”“瀚”相通。

关于《蒙求》的作者，在唐宋时期的文献中存在
‘李瀚’及‘李翰’两说，但均指出其为唐人。到了清初
编修《全唐诗》的时候，才出现了《蒙求》作者‘李翰’为
唐末五代人的说法。祁晓庆进一步补充道：“敦煌文献
刊布后，学界进一步印证了余嘉锡的结论。2004年，傅璇琮
先生在对《蒙求》的流传及研究状况进行梳理的基础上，
指出《蒙求》的作者并非翰林学士李翰。此后，以唐雯先
生为代表的学者对傅璇琮的观点进行了发扬，西北大学
李军教授对李瀚与代宗朝翰林学士李翰之关系做了进
一步的阐释，确认“李瀚”与“李翰”应为同一人。

《蒙求》对童蒙教育有深远影响

山中宰相，出自《南史·陶弘景传》：“国家每有吉凶征讨
大事，无不前以咨询。月中常有数信，时人谓为山中宰相。”
南朝梁时陶弘景，隐居茅山，屡聘不出，梁武帝常向他请教国
家大事，人们称他为“山中宰相”。

梁武帝萧衍没有做皇帝前，就和陶弘景是好朋友。
萧衍初夺得大权预备立国，但取什么朝代名称，一时打不
定主意。陶弘景根据当时流传的童谣和预卜吉凶的书
籍，说其国号应当是“水刃木处”，拼起来是“梁”字，萧衍
采纳了他的建议，定国号为梁。事后，萧衍感谢陶弘景，
派人进山慰劳，同时也让陶为他炼些丹药。史书上称当
时武帝对陶弘景“书问不绝，冠盖相望”——书信、问候不
停传递，使者车辆在途中一辆接一辆，可以相互远远地望
见。武帝知道陶弘景是个奇才，几次想请他出山做官，但
陶坚辞不出。诏书来得急了，陶弘景就画了两头牛让人
带去呈给武帝。画中一牛散放在水草间，一牛则被加上
了金笼，有人执着鞭子在驱赶它。武帝一看，明白了意
思，笑着说道：“这人没有什么荣华富贵的欲念，看来是打
算仿效在泥淖中拖着尾巴自由爬行的乌龟（语出《庄子》，
比喻自由自在的隐居生活）。”只是有军国大事，仍然派人
咨询，“山中宰相”的名声便是这样形成的。

（据《新华日报》）

民国时期，有一种小型的报纸，简称小报。小报的内容
多数以消闲和趣味为主，是反映民国时期城乡风俗民情、社会
文化的通俗报纸，其读者大多是中下层的市民。民国时期的
小报大概有 1000多种，可谓洋洋大观。

1945年 7月 21日，女作家张爱玲曾经这样评价民国时期
的小报：“我一直从小就是小报的忠实读者，它有非常浓厚的
生活情趣，可以代表我们这里的都市文明。还有一个特点：不
论它写什么，写出来都是一样的，因为写的是它自己。总可以
很清楚地看见作者的面目，而小报的作者绝对不是一些孤僻
的，做梦的人……所以我看小报的同时也是觉得有研究的价
值的。我那里每天可以看到两份小报，同时我们公寓里的开
电梯的每天也要买一份，我们总是交换来看。有时候漏了几
天没送来，就耐不住要跑到报摊上去翻翻了……”这段话是
张爱玲在参加杂志社主办的座谈会时谈到的对小报的见解。

张爱玲还在小报上发表了不少的作品，她的《郁金香》
《天地人》《罗兰观感》《关于倾城之恋的老实话》《秘密》《丈人
的心》都是在小报上发表的。

张爱玲的《天地人》发表在 1945年 4月 15日上海的《光化
日报》这张小报上。《光化日报》从 1945 年 4 月 14 日创刊到
1945年 9月 18日停刊，只存在了 5个月零 4天，却是一张很出
色的小报。当时，张爱玲、柯灵、苏青、潘柳黛、程育真、张婉青
等许多有名的作家都为之撰稿。

民国时期诞生了许多小报，正是这些小报，培养出了许
多杰出人物，他们中有的人既是报人，又是记者，既是读者，
又是作者，他们在民国时期把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倾注在字里
行间，留下了许多令人回味的故事。（据《人民政协报》）

张爱玲和民国小报

山中宰相

欧阳修《六一诗话》记一趣事：“吕文穆公未第时，薄游一
县，胡大监旦方随其父宰是邑，遇吕甚薄。客有誉吕曰：‘吕
君工于诗，宜少加礼。’胡问诗之警句，客举一篇，其卒章云

‘挑尽寒灯梦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睡汉耳。’吕闻之，甚
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使人寄声语胡曰：‘渴睡汉状元及
第矣。’胡答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第，输君一筹。’既而次榜
亦中首选。”

北宋名相吕蒙正谥文穆，故称“吕文穆公”；胡旦曾任将
作监丞，故称“大监”。“薄游”指为微薄的俸禄而宦游于外。
两人的交往正发生在吕蒙正“薄游”的时期。吕蒙正头一年状
元及第，胡旦紧接着第二年也状元及第，真可谓一时佳话。

“渴睡汉”也从此成为吕蒙正的谑称。
先辨析一下同义词“瞌睡”。“瞌”从目从盍，“盍”表声兼

表意，本义为覆，为合，合目当然就是睡觉了。明代字书《正
字通》解释说：“人劳倦，合眼坐睡曰瞌睡。”

而“渴睡”一词，很容易被人误解成非常渴望睡觉，但其
实“渴睡”应该写作“貉睡”，是貉这种动物要睡觉。貉是一种
外形像狐狸的哺乳动物，穴居于河谷、山边和田野间，杂食
鱼、鼠、蛙、虾、蟹和野果、杂草等，拔去硬毛的貉子皮质地轻
软，是珍贵的毛皮。同一山丘上的貉叫作“一丘之貉”，比喻
彼此同是丑类，没有什么差别。这当然是对“貉”这种动物的
污蔑。

李时珍则在《本草纲目》中辨析过“渴睡”这一俗语的误
用：“貉生山野间。状如狸，头锐鼻尖，斑色。其毛深厚温滑，
可为裘服。与獾同穴而异处，日伏夜出，捕食虫物，出则獾随
之。其性好睡，人或蓄之，以竹叩醒，已而复寐。故人好睡者
谓之貉睡，俗作渴睡，谬矣。俚人又言其非好睡，乃耳聋也，
故见人乃知趋走。” （据《天津日报》）

“渴睡”原是“貉睡”之误

唐文宗太和八年（834）夏秋之际，各地解试已毕，但因
为“虫旱相因，恐致灾荒”，尚书省决定直接取消第二年春
天的省试及殿试，用当时的话说，叫“权停贡举”，一时舆论
哗然。

为什么一场地方性的虫害能影响半年后在天子脚下
的考试？原来，按唐制，每年秋末十月是各州府申送本地
举子进京的时间，因秋收受损，物力不迨，耽误了部分地方
举子的行程。虽说下轮考试在次年春季才开始，但举子们
进京后有好长一套流程要走：觐见天子、拜谒先师、疏名列
到、结款通保……因此，朝廷提前半年发出停考的通知并不
夸张。好在后来唐文宗体恤到了举子们的心情，“念彼求
名之人，必怀觖望之志”，于是“宁违我令，以慰其心”，下诏
恢复次年春闱，只是将考期推迟了一个月，好等待那些在
路上耽搁了的国家未来的栋梁。

（据《天津日报》）

唐代“高考”曾延期

（据《华西都市报》）


